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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詩餘說考辨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hi-yu in the Song Dynasty

精簡報告

劉少雄

中文摘要：

本文探討宋代的詩餘說，不僅在於考訂出處，還原詩餘一說的本貌，更重要

的是想藉此了解宋代詞體觀念的演進。本文的撰述，先是確認「詩餘」一語出現

的時間，以明詩餘觀在宋代衍進的狀況；再藉明清以來詩餘說的幾個中心論點，

導入主題，歸納分析宋代詩餘說的內容及意旨；然後論證宋代詩餘觀與東坡「以

詩為詞」說的關係。據研究得知，宋人不曾以「詩餘」明指一闋闋的詞，但用「詩

餘」作為詞之代稱的看法卻已存在。「詩餘」一語的出現，蓋始於南宋初高宗孝

宗間，到理宗時已頗流行，多見於書名、篇名、詩句、文句、詞句及門類別，卻

未有明確的定義。今天我們只能從各家言談中歸納其所描述的意涵或陳述的概念

去了解「詩餘」的梗概。宋人的詩餘說，普遍是由文體源流的觀點切入看詩詞的

關係；亦有由創作主體的內在生命、現實寫作情況論詞之所由生。前者視詞為詩

之餘波別派，後者視詞為詩人之餘事、詩文之餘緒。宋人以詞為「詩」之餘，有

著詩高於詞的心態在，他們為詞體而辯護，尋源溯流，將詞導入詩的正統，肯定

詞體詩化的意義，無非是為了強化詞的功能，提升其文學價值。從創作主體的觀

點而視詞為文人創作的餘緒、詩文的餘事者，其實亦隱含兩個意義：一則認定詞

體的地位終究不如詩文；一則認為以充裕的德性、有餘的才力為詞，自然能促進

詞體質性的改變，不為情欲所役，反而更能尊體，使詞能合於道德的內涵、雅正

的風貌以及詩的筆調與意境。宋人的相關論說多有引用、評析或讚賞東坡的字

句，由此可見東坡及其詞對宋代詞學的影響，而東坡「以詩為詞」的概念無疑就

是了解詩餘觀念如何形成的重要線索。

關鍵詞：蘇軾(東坡)、詩餘、詞學、以詩為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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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本計畫曾結撰成文，題曰〈宋人詩餘說考辨〉，發表於台大中文系第二九一

次學術討論會(93 年 12 月 1 日)。後參考與會學者意見，斟酌修訂，改題為〈宋

人詩餘觀念的形成〉。為省篇幅，茲刪去注腳，載錄全文如下：

一、緒論

詞作為一種文體的專稱，它是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確定下來的。唐宋時

期的詞，本是配合當時的新興曲調(主要是燕樂雜曲)而填寫的歌詞，起於民間，

成於文人之手，而後發展為獨立的文學體類，成為詩歌大類中的一種別體。後人

界定詞為音樂文學，但究竟應以它的樂曲為重，講究審音協律，抑或視之為一般

詩歌，特重文辭意境，由來便有許多爭議。詞體風格的形成，關係到作者、讀者

(聽者)、作品性質、寫作場合、時序世變等多個層面。按照一般文體論的概念來

了解，作品的體用(性質與功用)不同，人們對於其體源(文體的來源)、體製(指格

律修辭、章句結構等形式概念)的認定便有差異，因之其所遵從的體要法則(理想

的要則)也會有所不同，而個別作家、作品呈現了各自的體貌(作品實現後的整體

印象)，由此去別從同，便可歸納出文學的體式(可為原則的式樣，普遍美的範疇)，

確立一種文體的特性。詞之為體，也是經過辯正融合的過程，才取得其普遍認定

的意義。當中，最大的爭議點便是詩的積極介入，強烈動搖了詞的樂歌屬性，因

而形成了本色說與其相對看法的激辯。我們從下列幾個詞學辨體論中相對的概

念，就可知道問題的複雜性：就詞的作者言，由歌女樂工的專業藝能，轉為文人

武將的戲作或積極參與；就詞的作用與表達型態來說，由訴諸耳聽的曲調變成唯

供目閱的詞章，由「為他」的代言體改為「寫我」的抒情詩，既可娛賓遣興，亦

能述志言情；而相對於此，詞便呈現了俗艷與雅正、婉約與豪放等不同的風貌。

總結前人的看法，普遍認為：詞的體式，上不類詩，下不入曲，被視為一種中間

文體，兼具兩者的特色，介乎雅俗之間，別有輕靈曼妙、婉麗深曲的抒情特性，

最能表現中國文化的陰柔之美。

在詞體演進的過程中，詞之為義，隨時而變。由偏於音樂的屬性，到逐漸著

重文學的表現，唐宋時人對它的稱謂，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對詞體的認知與評

價。詞的名稱，由最先的「曲子詞」(「曲子」、「曲」、「歌曲」)，而曰「歌詞」、

「小詞」、「新詞」，又曰「樂府」(「近體樂府」、「寓聲樂府」)、「樂章」，復曰

「長短句」、「詩餘」，不一而足。劉永濟《詞論》曾略為解釋說：

詞者，其始蓋眾製之通稱也。專目一體，未知所自。昔賢於此，亦多不詳。

掇拾舊聞，約有兩誼：一者，樂家有聲有詞，古人緣詞製調，後人倚聲填

詞，略聲舉詞，故曰詞也；二者，詞者音內而言外，音屬宮調，言指歌詞，

宮調內而難知，歌詞外而易見，簡內稱外，故曰詞也。然則，詞之為體，

廣包聲率曲調；而詞之立名，局指字句篇章。非始製之正名，實約定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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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概可知矣。是以有宋一朝，異名殊眾。其曰曲子，曰樂府，曰樂章，

曰琴趣，曰笛譜，從其入樂而為名也。其曰樵歌，曰漁唱，曰浩歌者，從

其可歌而為名也。其曰詩餘，曰長短句者，從其體製篇章而為名也。

詞在唐五代多稱作曲子詞，意指配合曲調的文辭，就是歌詞的意思；這個名稱，

兼顧了曲(音樂)與詞(文學)，最能表明初期詞體的屬性。文人參與後，融入了詩

的句法、詩的意境，詞的體質便有了變化。後來在兩宋陸續出現了「樂府」、「長

短句」、「詩餘」的稱謂，詞的詩體化便愈形明顯。當中夾雜許多以樂、歌為名的

代稱，如「樂章」、「琴趣」、「歌曲」「鼓吹」、「笛譜」、「琴譜」等，可以看出時

人對詞體的看法仍未趨於一致。宋詞的辨體論，緣於詩體的越界，因而引起捍衛

本色與別創新調者之間的辯難，這對了解詞體的特質，甚有裨益。因為兩造之間

若能超越樂律、文辭的層面，在曲(指樂曲)與詩之間，異中求同，應能發掘出屬

於詞體的更深層、更本質性的義蘊，而後才能為「詞」的普遍性美感特質作定義。

由詞的異名的消長變化，可以看到唐宋詞學演變勢態之一斑。其中，「詩餘」一

語的出現及其相關概念的產生，是兩宋詞學辨體論所以白熱化的關鍵。

何謂詩餘？「詩餘」一語何時出現？宋人的詩餘觀念如何產生、怎樣演進？

又有那些影響？這些都是本文要處理的問題。筆者之所以重探宋代詩餘說，不僅

在於考實，試圖還原詩餘一說的本貌，更重要的是想藉此了解詞體的發展，解釋

宋代的詞學現象，以彰顯宋人在創作、閱讀與批評的學思過程中如何看待詞體，

並為其賦予不同的意義。換言之，透過詩餘說的檢視，我們可以更清楚看見一種

文體的生長變化，更清楚了解在文人主導的過程中詞體的基本特質是如何被確認

下來的。

在研究這一課題的觀念與方法上，筆者以為有兩點須留意。首先，在詮釋方

法上應以宋時現象及時人的看法為準，明清以來的各種詩餘說只能作參考。南宋

坊間所編刊的《草堂詩餘》一書，影響明清詞壇甚鉅。詞為詩餘的觀念普遍為明

人所接受，當時，關於詩餘的討論充斥各種詞學論著之中，而清代詞學家為了矯

正明代詞壇衰微的現象，他們努力廓清詩餘說的流弊，提出各種尊體之說。後人

對「詩餘」一詞的解釋，大抵乃歸納明清諸家說法而成，未能正本清源；偶有涉

及宋人的看法，亦多一鱗半爪，不夠周延。不過，我們若要廓清宋代詩餘觀的本

貌，在宋人資料尚欠周全而意旨亦不夠明確之時，以明清詞學詩餘說中所涉及的

層面作思考探索之參考，如此循流探源，應能藉此整理出較清晰的脈絡。再者，

詩餘說的源起，應是先有詞乃「詩餘」的觀念，才有「詩餘」一語的出現。由唐

五代迄宋，詞的發展有逐漸文人化的傾向，因而雅化與詩化乃必然的趨勢，其中

蘇軾「以詩為詞」的創作態度是重要的關鍵。蘇軾所以能把詞境提高擴大，乃在

於有作者自己的學問人格存乎其中。以前一般論者咸以東坡詞為變調，因為相對

於柳周一派，東坡詞像長短句的詩，而非諧婉優美的樂歌。東坡詞的出現，顛覆

了傳統詞學的看法，同時也刺激了詞學文體論的爭辯。施蟄存〈花間新集序〉有

一段話說：「詞的地位，在民間是高雅的歌曲，在文人間是與詩人分疆域的抒情

形式。從蘇東坡開始，詞變了質，成為詩的新興形式，因而出現了『詩餘』這個



4

名詞。」施氏沒有解釋東坡如何促進詩餘說的產生。不過，我們若要探討宋代的

詩餘說，東坡「以詩為詞」所引起的反響及其所形成的典範意義，應是值得注意

的環節。據此，本文的研究步驟先是要確認「詩餘」一語出現的時間，以明詩餘

觀在宋代衍進的狀況。然後藉明清以來詩餘說的幾個中心論點，導入主題，歸納

分析宋代詩餘說的內容及意旨。當這部分的工作確切完成後，我們便能有效地論

證宋代詩餘觀與東坡「以詩為詞」說的真正關係。如是，宋代詩餘觀念的形成過

程，應能清楚呈現。這裡須再強調的是，本文的主旨不在考正得失，只是想藉此

導引論題，用比較開放的觀點，為宋代的詞學文體觀作源流性的探索、批判性的

解釋。

二、考實：「詩餘」一語的出現

「詩餘」一詞，最早出現在南宋。夏承燾〈詩餘論〉曰：「『詩餘』之名，盛

行於南宋。如林淳有《定齋詩餘》，廖行之有《省齋詩餘》(都見《直齋書錄解題》)，

二家皆南宋初人，已經用它作為詞的代名。」這段話相當含糊，語焉不詳。蓋林

淳、廖行之雖為南宋初人，他們的詞集未必出於己手，恐係後人所輯，據陳振孫

《直齋書錄解題》所載二書皆長沙書坊刻本；因此，謂南宋初已有以「詩餘」為

詞之代名的意識，證據尚不足夠。後來夏承燾、吳熊和著《讀詞常識》修正了這

一說法：「如果說這些集名是後人所加，那末，至遲宋寧宗慶元間編定的《草堂

詩餘》，已經表示詩餘這個名稱的成立。」按：《草堂詩餘》，最早為王楙《野客

叢書》所引錄。據考，王書作於宋寧宗慶元(1195-1200)間；由此推斷，《草堂詩

餘》應是慶元年間或之前編刊的。我們由以上的資料可發現「詩餘」一詞在當時

只是配合詞集的名稱出現，還沒有直接的證據可證實「詩餘」已單獨用作詞的別

稱。

施蟄存嘗撰〈說詩餘〉，對「詩餘」一名詳加考證。他蒐集的資料較多，解

釋也較明白。茲引幾段重要文字作討論：

近來有人解釋詞的名義，常常說：「詞又名長短句，又名詩餘。」這裡所

謂「又名」，時間概念和主從概念，都很不明確。……事實恰恰是：先有

長短句這個名詞，然後又名為詞，而詩餘這個名詞初出現的時候，還不是

長短句的「又名」，更不是詞的「又名」。

王楙的《野客叢書》成於慶元年間，書中已引用了《草堂詩餘》，可見這

部書出現於乾道末年至淳熙年間。毛平仲《樵隱詞》有乾道三年王木叔序，

稱其集為《樵隱詩餘》。以上二事，是宋人用「詩餘」這個名詞的年代最

早者。稍後則王十朋詞集曰《梅溪詩餘》，其人卒於乾道七年，壽六十。

廖行之詞集曰《省齋詩餘》，見於《直齋書錄》，其人乃淳熙十一年進士，

詞集乃其子謙所編刊，當然在其卒後。林淳詞集曰《定齋詩餘》，亦見《直

齋書錄》，其人於乾道八年為涇縣令，刻集亦必在其後。此外凡見於《直

齋書錄》或宋人筆記的詞集，以「詩餘」標名者，皆在乾道、淳熙年間，

可知「詩餘」是當時流行的一個新名詞。黃叔暘稱周邦彥有《清真詩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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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定刊本《嚴州續志》亦著錄周邦彥《清真詩餘》，這是嚴州刻本《清真

集》的附卷，並非詞集原名。現在所知周邦彥詞集，以淳熙年間晉陽強煥

刻於凓水郡齋的一本為最早，其書名還是《清真集》，不作《清真詩餘》。

我還懷疑南宋時人並不以「詩餘」為文學形式的名詞，它的作用僅在於編

詩集時的分類。考北宋人集之附有詞作者，大多稱之為「樂府」，或稱「長

短句」，都編次在詩的後面。既沒有標名為「詞」，更沒有標名為「詩餘」。

南宋人集始於詩後附錄「詩餘」。陳與義卒於紹興八年，其《簡齋集》十

八卷附詩餘十八首。但今所見者乃胡竹坡箋注本，恐刊行甚遲。高登的《東

溪集》，附詩餘十二首。登卒於紹興十八年，三十年後，延平田澹始刻其

遺文，那麼亦當在淳熙年間了。今天我們所見的《東溪集》，已是明人重

編本，不能確知此「詩餘」二字是否見於宋時刻本。宋本《後村居士集》，

其第十九、二十兩卷為詩餘，此本有淳熙九年林希逸序，其時後村尚在世。

「詩餘」成為一個流行的新名詞以後，書坊商人把文集中的詩餘附卷裁篇

別出，單獨刊行，就題作《履齋詩餘》、《竹齋詩餘》、《泠然齋詩餘》，甚

至把北宋人周邦彥的長短句也題名為《清真詩餘》了。

「詩餘」這個名詞雖出現於乾道末年，其意義與作用還不等於一個文學形

式的名稱。個人的詞集雖題曰「詩餘」，其前面必有一個代表作者的別號

或齋名。詞選集有《草堂詩餘》、《群公詩餘》，「草堂」指李白，「群公」

則指許多作者，也都是有主名的。一直到明人張綖作詞譜，把書名題作《詩

餘圖譜》，從此「詩餘」才成為詞的「又名」。這是張綖造成的一個大錯。

施氏所論有三個要點：一、「詩餘」一名在宋時不等於詞的別稱；二、「詩餘」

這一新名詞流行於宋孝宗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年間；三、南宋人不

以「詩餘」為文學形式的名詞，其作用僅在於編詩集時的分類，蓋南宋人編集始

於詩後附錄「詩餘」，後書商將其別本刊行，故書名即題曰「某某詩餘」。

這些看法頗可商榷。首先針對第二點，我們就「詩餘」一名最早出現及其流

行的確切時間提出修正意見。據上文所提供的資料，其實只有王木叔乾道二年

(1166)(施氏作三年，誤)序《樵隱詩餘》，及慶元間或之前(1200 以前)編刊的《草

堂詩餘》較明確，其餘所論皆有可議。王十朋詞於宋時未有成集，今傳《梅溪詩

餘》乃係近人所輯，當然不能以此佐證詩餘名義之緣起。《省齋詩餘》、《定齋詩

餘》，俱為坊刻，名稱應非作者本人所取，其成書年代實難考證，不過二集既著

錄於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以陳氏書成或陳氏卒年為下限，應大致不誤。

陳振孫《宋史》無傳，據考，其仕宦期間約在寧宗嘉定四年(1211)至理宗淳祐九

年(1249)之間。《直齋書錄解題》定稿應在晚年。《定齋詩餘》與《省齋詩餘》，刊

印時間如照施氏所述在林淳「乾道八年(1172)為涇縣令」及廖行之(淳熙十一年

[1184]進士)卒後，而以陳振孫書成之年為斷限，由此推論，則在孝宗淳熙至理宗

淳祐年間，都有可能。那麼，施氏所謂「凡見於《直齋書錄》或宋人筆記的詞集，

以『詩餘』標名者，皆在乾道、淳熙年間」，那是不夠周延的說法。至於《清真

詩餘》，為黃昇(字叔暘)編《花庵詞選》、鄭瑤與方仁榮合撰《景定嚴州續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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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古本，近人吳則虞《清真集‧版本考辨》疑為「清真詞最早別行之本」。施氏

云：「這是嚴州刻本《清真集》的附卷，並非詞集原名。」不知何所據。朱祖謀

〈片玉集跋〉云：「美成詞刻於宋世者，一為嚴州本，名《清真詩餘》，《景定嚴

州續志》載『州校書板』，有《清真集》，復有《詩餘》是也，黃昇《花庵詞選》

據之。」據《景定嚴州續志》所載，《清真集》與《清真詩餘》兩書分別刊行，

並非一為正集一為附錄。施氏此說，疑為其後說「南宋人集始於詩後附錄『詩餘』」

張本而已。《清真詩餘》刊刻的確切年代，無考。不過，仍可據著錄二書的相關

資料，推論出它的大概時間來。《景定嚴州續志》刻於理宗景定三年(1262)，「所

紀始於(孝宗)淳熙(1174-1189)」，「刊附紹興舊志之後」。據此，其所載錄之《清真

詩餘》约編刊於此期間。惟《花庵詞選》前有理宗淳祐九年(1249)胡德方序，則

《清真詩餘》刊年下限應不過此。歸納以上諸說，「詩餘」一詞，以詞集名稱出

現，大概流行於南宋孝宗乾道初至理宗淳祐末 (約 1166-1249) 之間。

南宋人編集於詩後附詞故稱「詩餘」一說，施氏所舉三例只有《後村居士集》

可信，其餘二種，皆有可議。細讀施文，其實他也語帶保留。今傳影宋本胡穉箋

注陳與義集，題曰《增廣箋注簡齋詩集三十卷無住詞一卷》，所附胡穉〈題識〉

作於南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蓋為脫稿之年也。除胡箋本外，《郡齋讀書志》、《直

齋書錄解題》等書著錄《簡齋集》二十卷本、十卷本，皆久已散佚，亦未聞有施

氏所謂「《簡齋集》十八卷附詩餘十八首」之本傳世。又高登《東溪集》，誠如施

氏所云「已是明人重編本」。是集現存以明嘉靖本為古，題《東溪先生集二卷附

錄一卷》。二卷中錄「詞十二首」。施氏謂宋本「附詩餘十二首」之說，不知出自

何處。考南宋人編集於所附詞類仍多題曰「詞」、「樂府」、「長短句」，絕少有標

名為「詩餘」的。以吳昌綬、陶湘輯《景刊宋金元明本詞》為例，所據宋本二十

種之中，由南宋詩文集裁篇別出者，計有張孝祥《于湖居士樂府》、陸游《渭南

詞》、魏了翁《鶴山先生長短句》、李曾伯《可齋詞》、劉克莊《後村居士詩餘》

等五種。所刊《後村居士詩餘》，乃宋本《後村居士集》五十卷中卷十九、二十

的「詩餘」，存詞一百二十首。是集前有理宗淳祐九年(1249)林希逸序，二十卷後

有「門人……林秀發編次」一行；此即施氏據以論說之本。此外，未見別本附卷

有「詩餘」的南宋詩文別集行世。然則，施氏說：「『詩餘』成為一個流行的新名

詞以後，書坊商人把文集中的詩餘附卷裁篇別出，單獨刊行」，這一說法，看來

有點言過其實。我們目前還找不到一個真正的例證，今所見的別刊專集《後村居

士詩餘》已是民國的產物了。

「詩餘這個名詞初出現的時候，還不是長短句的又名，更不是詞的又名。」

施氏此論，日本學者村上哲見有類似的看法，他進一步引申說：

「詩餘」之稱與歷來「長短句」等稱有些不同的地方是，幾乎未見有指一

闋闋作品的。總之，都是頻繁地用作泛稱，而例如「作詩餘一首」或「某

某之詩餘云」這樣具體地指作品的用例幾乎未發現。這豈不還是因為「詩

餘」之稱，從語源來說，是由對這一文學樣式的認識方式，也就是從理念

上產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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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詩餘說的理念，留待下一節討論。這裡，我們要解答前半段的問題。宋人確

實不曾以「詩餘」明指一闋闋的詞，但用「詩餘」作為長短句或詞的代稱其實已

存在，只是尚未針對「詩餘」一詞作明確的解釋而已。請看下列五例：

一、宋人詞句中有二處出現「詩餘」一語。鄧肅〈西江月〉：「玉筍輕籠樂

句，流鶯夜轉詩餘。」仲并〈浪淘沙〉：「草聖與詩餘，清韻誰如。生綃團扇倩

誰書。」兩處的「詩餘」應指歌詞。按：鄧肅生於北宋哲宗元祐六年，卒於南宋

高宗紹興二年(1091-1132)；而仲并生卒年不詳，紹興二年(1132)進士。由此而知，

「詩餘」最早作為單獨的詞語出現，應在南宋初紹興二年或之前。這比現時所知

最早以「詩餘」作書名的情況(《樵隱詩餘》1166)，約早三十多年。

二、村上哲見除引詞的別集、總集以「詩餘」為名的例證外，還舉魏慶之《詩

人玉屑》卷二十輯錄詞話，題作『詩餘』」一例，以證明「詩餘」一語為宋時「普

遍的叫法」。《詩人玉屑》，有黃昇淳祐四年(1244)序，知是書作於理宗時；通行者

(包括宋刻本、元刻本、明嘉靖刻本)為二十卷，惟日本寬永十六年(即明思宗崇禎

十二年，1639)刻本，則有二十一卷。此書分門別類輯錄宋人詩話，二十卷本卷

二十分禪林、方外、閨秀、靈異、詩餘五門；二十一卷本則以禪林、方外、閨秀

三門列入卷二十，靈異、詩餘二門則列為卷二十一，另外多出「中興詞話」一門。

魏慶之將詞話附於詩話之後，題曰「詩餘」，不同於之前吳曾《能改齋漫錄》(始

刊於高宗紹興二十七年，1157)之稱「樂府」(卷十六、十七)、胡仔《苕溪漁隱叢

話》(後集序於孝宗乾道三年，1167)之稱「長短句」(前集卷五九、後集卷三九)。

這一現象，與以詞附於詩文集後而曰詩餘者近似。

三、樓鑰(1137-1213)〈求定齋詩餘序〉云：「從兄編修景山，......平日遊戲為

長短句甚多，深得唐人風韻。其得意處，雖雜之《花間》、《香奩》集中，未易辨

也。其壻黃定之安道偶得殘稿，遽鋟之版，而求序引。......嗚呼！吾兄抱負不凡，

志尚高遠，居家孝謹，臨政明恕，讀書博而能精，屬文麗而有體。長短句特詩之

餘，又尚多遺者，此何足以見兄之所存耶？」這是目前僅見為詩餘題序的宋人文

章，此集雖非樓鑰本人的作品，但他簡略的陳述，已反映了時人對詞體的看法─

所謂「長短句特詩之餘」，間接描述了詩餘的涵義，也對詞之為體作出了價值判

斷。樓鍔(字景山)〈求定齋詩餘〉，不傳，《詞綜》卷十四僅存詞一首。

四、劉克莊(1187-1269)〈自題長短句後〉云：「眷端帖子讓渠儂，別有詩餘

繼變風。壓盡晚唐人以下，託諸小石調之中。蜀公喜柳歌仁廟，洛叟譏秦堞上穹。

可惜今世同好者，樽前憶殺老花翁。」此以「詩餘」代指長短句，且為詩餘上溯

其源至變風，尊體意識明顯。劉克莊對詞之為體有相當完整的看法，他對詩餘說

的理解可藉其相關詞論分析說明，這在下一節再作討論。

五、柴望(1212-1280)〈涼州鼓吹自序〉：「涼州鼓吹，山翁詩餘稿也。詩餘以

鼓吹名，取諧歌曲之律云耳。夫詩可以歌功德，被金石而垂無窮，其來尚矣。......

大抵詞以雋永秀婉為尚，組織塗澤次之，呼嗥叫嘯，抑末也。惟白石詞登高眺遠，

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托物寄興之思，殆與古〈西河〉、〈桂枝香〉同風致，視

青樓歌紅窗曲萬萬矣，故余不敢望靖康家數，白石衣缽或彷彿焉。故以鼓吹名，



8

亦以自況云爾。」所謂「詩餘稿」，即詞稿也。此直以「詩餘」代詞，且以鼓吹

為名，將詞導往音義並重的抒情文體發展，無疑地擴充了「詩餘」的含意。

又，以「詩餘」名集，除諸家所述外，尚有數種。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卷二十一歌詞類載《群公詩餘前後編》二十二卷，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

九錄吳潛《履齋詩餘》，吳昌綬、陶湘輯《景刊宋金元明本詞》有影宋本許棐(？

-1249)《梅屋詩餘》一卷；三種都屬南宋產物。

綜合以上所述，「詩餘」一語的出現，蓋始於南宋初高宗孝宗間，到理宗時

已頗常使用。為方便參考，茲將「詩餘」一語於宋元間出現之情況按時代先後表

述如下：

時 間 形 式 出 處

高宗紹興二年(1132)或之

前

「流鶯夜轉詩餘」詞句 鄧肅《栟櫚詞》

高宗至孝宗間 「草聖與詩餘」詞句 仲并《浮山詩餘》

孝宗乾道二年(1166) 毛幵《樵隱詩餘》 王木叔〈題樵隱詞〉

寧宗慶元年間(1195-

1200)或之前

《草堂詩餘》 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四

寧宗嘉定六年(1213)前 〈求定齋詩餘序〉 樓鑰《攻媿集》卷五二

理宗淳祐四年(1244) 以「詩餘」一門收錄詞

話

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二

十(寬永本卷二十一)

理宗淳祐九年(1249)前 《清真詩餘》

《履齋詩餘》

黃昇《花庵詞選》上篇卷

七；下篇卷九。

理宗淳祐九年(1249) 「別有詩餘繼變風」詩

句

詩文集附「詩餘」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三四；宋本《後村居士

集》卷十九、二十

理宗淳祐九年(1249)後 許棐《梅屋詩餘》 《景刊宋金元明本詞》

理宗淳祐末年(1252)或之

前

廖行之《省齋詩餘》

林淳《定齋詩餘》

蘇泂《泠然齋詩餘》

《草堂詩餘》

《群公詩餘前後編》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卷二一歌詞類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

前

文曰：「山翁詩餘稿」、

「詩餘以鼓吹名」

柴望〈涼州鼓吹自序〉

二、析義：宋人詩餘觀臆說

宋人「詩餘」一語，見於書名、篇名、詩句、文句、詞句及門類別，未有明

確的定義。今天我們所能了解的宋代「詩餘」說，只能從各家相關的言談中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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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描述的意涵或陳述的概念，以探知詩餘義薀之梗概。所謂「詩餘」，它是「詩」

和「餘」二字的組合語，那麼如何界定「詩」、「餘」兩字的意義？各家有不同的

看法。

首先，我們須知道，詞語只是一個符號，而符號的意義往往是約定的。但當

人們使用同一符號，而予以不同的意義時，卻另有其決定的條件。簡單地說，如

採用某一意義，必包含某一特定的觀點；換言之，觀點決定意義的選擇。再說明

白些，人們所以會選擇某一意義，其實是由於他們想解決或探究與此意義相關的

問題。人所注意的問題不同，所選的意義就不同。至於意義選定後，它何以會與

某一符號聯結，自然可以由約定的觀念解釋。由宋迄今，詩餘之說十分流行，縱

然大家對「詩餘」一詞的了解各有不同，所賦予的意義也有差異，但無論怎樣的

解釋，都受到「詩」、「餘」二字涵義之規範，因此在這一條件下，各家主張必然

異中有同。針對這一課題，我們一方面要辨析差別的現象，探討它們背後的觀點

與看法，但最後亦須在紛雜中理出頭緒，歸納其問題癥結之所在。那麼，既然大

家都使用「詩餘」這一符號，後人相關的論說，當然可以作為切入宋代此一論題

的依據，相互參證。

據上所述，宋人有不少以「詩餘」為名的詞集，但都沒有對此關鍵詞語作解

釋。其中，《草堂詩餘》一書，流播甚廣，影響頗為深遠。清代謝章鋌說：「明人

皆以詩餘稱詞。」這現象主要是受到《草堂詩餘》的影響。明清詞壇之所以接受

此一選集，不斷翻刻、增訂、改編，而絕大部分的版本仍以《草堂詩餘》為名，

必然是認同了此書的選旨，也普遍接受了「詩餘」的概念。我們可以這樣說，宋

人以「詩餘」名集，應有其用意在，可是宋人不加解說，這便留給了明清人發揮

的空間。明清人為「詩餘」作詮解，有其積極的意義；他們既然喜愛《草堂》一

集，認同詞為詩餘的看法，就必須為它找出合理的解釋，藉此強化自己寫作欣賞

詞篇的觀念。我們先看下列兩則詞論。明、楊慎〈詞品序〉云：「昔宋人選填詞

曰《草堂詩餘》。其曰草堂者，太白詩名《草堂集》，見鄭樵《書目》。太白本蜀

人，而草堂在蜀，懷故國之意也。曰詩餘者，〈憶秦娥〉、〈菩薩蠻〉二首為詩之

餘，而百代詞曲之祖也。」清、宋翔鳳《樂府餘論》云：「《草堂詩餘》，宋無

名氏所選，其人當與姜堯章同時。……謂之詩餘者，以詞起於唐人絕句，如太白

之清平調，即以被之樂府。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皆絕句之變格，為小

令之權輿。旗亭畫壁賭唱，皆七言斷句。後至十國時，遂競為長短句。自一字兩

字至七字，以抑揚高下其聲，而樂府之體一變。則詞實詩之餘，遂名曰詩餘。」

按：李白二詞收在《草堂》一集，而宋、黃昇《花庵詞選》亦載錄李詞，並稱「二

詞為百代詞曲之祖」。楊慎沿襲黃昇的說法，不過他更巧妙的將李白及其詞扣合

《草堂詩餘》的書名作解釋。可是，李白二詞為何是詩之餘？這個餘字當作何解？

楊慎仍交代不清。從其上下文來看，他的意思應該就是如宋翔鳳所說的，詞起源

於詩，乃詩的支流別派；而詞既出於詩，故稱作詩餘。此二詞是否為李白所作，

目前還有爭論。不過，楊慎與宋翔鳳係據《草堂》、《花庵》所載立說，他們找

到了詞的源頭，無疑是有推尊詞體的意向的。在他們的心目中，李白是唐代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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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而詞體成於太白之手，起於唐人絕句，則自有其崇高的地位。這種從文學

源流發展的觀點看詩與詞的關係所建立的體源論，是明清以來詩餘說的基調。

施蟄存〈說詩餘〉一文綜合明清以來的詩餘說，得出如下的結論：

從楊(慎)用修以來，為『詩餘』作的解釋，……他們大多從詞的文學源流

立論。承認『詩餘』這個名稱的，都以為詞起源於詩。不過其間又有區別，

或以為源於三百篇之《詩》，或以為源於唐人近體詩，或以為源於絕句歌

詩。不贊成『詩餘』這個名稱的，都以為詞起源於樂府，樂府可歌，詩不

能歌，故詞是樂府之餘，而不是詩之餘。亦有採取折衷調和論點的，以為

詞雖然起源於古樂府，而古樂府實亦出於《詩》三百篇，因此，詞雖然可

以名曰詩餘，其繼承系統仍在古樂府。綜合這些論點，它們的不同意見在

一個『詩』字，對於『餘』字的觀念卻是一致的，都體會為餘波別派的意

義。

宋代《草堂詩餘》的編者，是否據李白及其詞之意而命名，不得而知。但後人之

所以從文體源流的觀點切入，以為詞起源於詩，而論定詞為詩之餘，這一看法應

該早已潛伏在宋人的意識中。因為自唐宋以來，大家都相當在意詞的出身，為詞

而辯護幾不變成詞學的中心課題，因此崇雅黜俗，將詞與詩連成一脈，便是基於

這種尊體的意識。清、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一說：

詩餘名義緣起，始見宋王灼《碧雞漫志》。至明楊慎《丹鉛錄》、都穆《南

濠詩話》、毛先舒《填詞名解》，因而附益之。

據考，王灼(1105-1175)《碧雞漫志》一書裡未見「詩餘」一詞。吳衡照所謂「詩

餘名義」源自《碧雞漫志》，應是指如楊慎等人所意識到的類似「詞為詩之餘」

的那種概念。南宋初詞壇，王灼是推動詞之雅化、詩化的首要功臣。他以堅實的

理論，提出詩詞同源、「本之性情」的主張。《碧雞漫志》卷一總論，追本溯源，

謂「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詩歌乃起於人的心聲，而古詩、樂府與唐宋詞

雖不同體，實一脈相承，其緣情合樂的本質是一致的。然則，詩與詞既同是人情

的抒發，本源一樣，便有同等的地位。而心聲詩歌內外已融為一體，就不應強分

詩情與樂律；若偏於度數而忽略性情，那就捨本逐末了─這是王灼尚雅去俗、推

尊蘇軾而貶抑柳永的理論依據。這種為尊體而奠定的詞之體源論，有著示範的作

用；雖然，之前也有像東坡以「詞曲為詩之苗裔」的看法，但多是零碎的片段，

不如王灼具體而周延。此外，王灼書中另有一則似與詩餘之說相關的論述，亦須

留意，因為那是明清人很少注意的觀點；他說：「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

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王灼以東坡為尊，肯

定其將詞回歸詩歌之本質。王灼以為東坡內涵豐富真摯的情性與才學，發而為

文，餘力作詩，溢而為詞，是自然一致的表現。然則，詩人才力有餘溢而作詞，

是否就是「詩餘」之意？宋人有多少這類的看法？這是值得細加觀察的。

由此而知，探討宋人的詩餘說，可有兩個分析的面向：一是由文體源流的觀

點切入看詩詞的關係；一是由創作主體的內在生命、現實寫作情況論詞之所由

生。前者，視詞為詩之餘波別派，是明清以來的主流看法；後者，視詞為詩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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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事、創作詩文之餘緒，在這方面宋人的持論值得注意。而在兩者之間，東坡及

其詞似乎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其對詩餘觀念的產生與發展有相當重要的推動作

用。以下即就前二者分別論析，至於東坡的影響則另節探討。

第一、採文體源流的觀點，以為詞起源於詩，則詞乃詩之餘；宋人所謂「詩

餘」，蓋有此意。先看幾則南宋間的詞集序跋：

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傍行也。詩出於《離騷》、《楚

辭》。而《離騷》者，變風變雅之怨而迫、哀而傷者也。其發乎情則同，

而止乎禮義則異，名曰曲，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其去

曲禮則益遠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於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

遊戲而已也。唐人為之最工者。柳耆卿後出，掩眾製而盡其妙，好之者以

為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

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為皂隸，

而柳氏為輿臺矣。(胡寅〈酒邊詞序〉)

詞，古詩流也。吟詠情性，莫工於詞。臨淄六一，當代文伯，其樂府猶有

憐景泥情之偏，豈情之所鍾，不能自己於言耶？坦庵先生金閨之彥，性天

夷曠，吐而為文，如泉出不擇地。連收兩科，如俯拾芥，詞章迺其餘事。

人見其模寫風景，體狀物態，俱極精巧，初不知得之之易，以至得趣忘憂，

樂天知命，茲又情性之自然也。(尹覺〈題坦庵詞〉)

至於託物寄情，弄翰戲墨，融取樂府之遺意，鑄為毫端之妙詞，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散落人間，今不知其幾也。比游荊湖間，得公《于湖集》所作

長短句，凡數百篇，讀之泠然灑然，真非煙火食人辭語。(陳應行〈于湖

先生雅詞序〉)

春秋列國之大夫，聘會宴饗，必歌詩以見意。詩之可歌尚矣。後世陽春白

雪之曲，其歌詩之流乎。沿襲至今，作之者非一。造意正平，措詞典雅，

格清而不俗，音樂而不淫，斯為上矣。高人勝士，寓意於風花酒月，以寫

夷曠之懷，又其次也。若夫宕蕩於檢繩之外，巧為淫褻之語，以悦俚耳，

君子無取焉。議者曰：少游詩似曲，東坡曲似詩。蓋東坡平日耿介直諒，

故其為文似其為人。歌〈赤壁〉之詞，使人抵掌激昂而有擊楫中流之心；

歌〈哨遍〉之詞，使人甘心澹泊而有種菊東籬之興；俗士則酣寐而不聞。

少游情意嫵媚，見於詞則穠豔纖麗，類多脂粉氣味，至今膾炙人口，寧不

有愧於東坡耶？(陳 〈燕喜詞敘〉)

古詩自風雅以降，漢魏間乃有樂府，而曲居其一。今之長短句，蓋樂府曲

之苗裔也。古律詩至晚唐衰矣，而長短句尤為清脆，如么弦孤韻，使人屬

耳不厭也。予於詩文，本不能工，而長短句不工尤甚。蓋長短句宜歌而不

宜誦，非朱唇皓齒，無以發其要妙之聲。……今之為長短句者，字字言閨

閫事，故語懦而意卑。或者欲為豪壯語以矯之。夫古律詩且不以豪壯語為

貴，長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盡人情，惟婉轉嫵媚為善，豪壯與何貴焉。

不溺於情欲，不蕩而無法，可以言曲矣。(王炎〈雙溪詩餘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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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胡寅，生於哲宗元符元年，卒於高宗紹興二十六年(1098-1156)；尹覺，生卒

年不詳，所題《坦庵詞》，乃趙師俠詞集，而趙蓋生於高宗建炎元年(1127)以前，

集中所署最後年為寧宗慶元三年(1197)；〈于湖先生雅詞序〉作於孝宗乾道七年

(1171)；〈燕喜詞敘〉約撰於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間；〈雙溪詩餘自序〉則作於寧

宗嘉定十一年(1218)。對照上一節所考，這些詞序的撰述時間正在「詩餘」一語

出現及逐漸流行的階段。有關詞的源流考述，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即認為詞是由

「詩」所演變而來的；或謂出於「古詩」，或說係「樂府(曲)」之苗裔、或云乃

「歌詩」(指《詩經》)之流。諸家只是就詞的抒情、合樂的一般屬性，試圖貫串

其與之前文體的關係，沒有針對詞的音樂與文辭本質而真正論其起源，比起後人

的論述當然淺狹，有欠周延。不過，他們的用心並非在求事理的真，而是在意識

到詞之為體深曲婉媚、易溺於情的前提下，意欲導正詞風、提振其體的一種舉措

罷了。本來，視詞為「詩」之餘波別派，這當中其實便隱含了詩尊詞卑之意。上

一節引樓鑰〈求定齋詩餘序〉云：「從兄編修景山，......平日遊戲為長短句甚多，

深得唐人風韻。其得意處，雖雜之《花間》、《香奩》集中，未易辨也。......吾兄

抱負不凡，志尚高遠，居家孝謹，臨政明恕，讀書博而能精，屬文麗而有體。長

短句特詩之餘，又尚多遺者，此何足以見兄之所存耶？」所謂「長短句特詩之餘」，

可以明確地看出，詞體在樓鑰的心目中絕對是次於詩文的，因為這種長短句只是

「平日遊戲」之作而已。以上諸家都認清了一個事實，詞「名曰曲」，能「曲盡

人情」，但過於「憐景泥情」畢竟與古詩之情性表現有別，其去禮義之正也遠；

但不管怎樣，只要是出於文人之手，雖稱「詞章迺其餘事」，也須維持一種「不

溺於情欲，不蕩而無法」、「格清不俗」的高雅格調，這是大家一致的共識。因此，

將詞導入詩歌的傳統裡，指出一條創作的正途，是有正面而積極的意義的，而東

坡以「似詩」之筆為「曲」，「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

望遠，舉首高歌」，具體呈現了一種清遠峭拔的意境，便成為大家學習的典範。

但如何保持樂曲婉轉動人的特性，又能在辭情語意方面提升到接近詩歌的層次，

取得平衡的發展，乃此一時期詞學界普遍思考的課題。

以詞能歌，故上溯至樂府、歌詩的傳統，是其中一個思考的方向。若重在文

辭意境，講求雅正，並以之合於「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標準，則所謂「詩之餘」

的「詩」的部分，自然就會聯想到《詩》、《騷》，強調風雅正變之說，這是中國

文學源流探討最常見的策略。胡寅的〈酒邊詞序〉即有此意。上引劉克莊〈自題

長短句後〉所云：「別有詩餘繼變風」，就更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填詞態度是要上接

《詩》、《騷》傳統的。他反對剪紅刻翠的軟媚詞風，主張詞應寄意深微，不能一

味叫囂。清、劉熙載《詞概》云：「劉後村詞，旨正而語有致。……〈賀新郎‧

席上聞歌有感〉云：『粗識國風關雎亂，羞學流鶯百囀。總不涉閨情春怨。』又

云：『我有平生離鸞操，頗哀而不慍微而婉。』意殆自寓其詞品耶？」可見其論

詞旨趣之所在。劉克莊極力破除詞為小道末技的偏見，以為詞前有所承，也有重

要的抒情功能：

為洛學者皆崇理性而抑藝文，詞尤藝文之下者。……故雅人修士，相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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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余曰：議論至聖人而止，文字至經而止。『楊柳依依』、『雨雪霏

霏』，非感時傷物乎？『雞栖日夕』、『黍離麥秀』，非行役弔古乎？『熠熠

宵行』、『首如飛蓬』，非閨情別思乎？……昔孔氏欲其子為〈周南〉、〈召

南〉，而不欲其面牆，他日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蓋君所作原

於二〈南〉，其善者雖夫子復出，必和之矣。烏得以小詞而廢之乎？ (〈黃

孝邁長短句序〉)

叔安劉君落筆妙天下，間為樂府，麗不至褻，新不犯陳，借花卉以發騷人

墨客之豪，托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周、柳、辛、陸之能事，庶乎其兼

之矣。然詞家有長腔、有短闋，坡公〈戚氏〉等作，以長而工也；唐人〈憶

秦娥〉之詞……，以短而工也。余見叔安之似坡公者矣，未見其似唐人者。

(〈跋劉叔安感秋八詞〉)

他認為《詩經》中有不少感時傷物、閨情別思之例，這與近世長短句之所敘沒有

差異，皆人之常情，不應抹煞。因此，詞非小道，它是源於詩經的。詞為詩之餘，

則寓比興寄託之情、有言外不盡之意，便是理所當然的了。這無疑拓寬了詞的題

材內容，也提高了詞的抒情言志的層次。劉克莊身逢動盪的世局，雖偏愛蘇辛詞

風，但也深知「詞當協律，使雪兒春鶯輩可歌，不可以氣為色」(〈跋劉瀾樂府〉)

的文體特質。這一點，他在〈自題長短句後〉接著「別有詩餘繼變風」一句說：

「壓盡晚唐人以下，託諸小石調之中」，可以知道他對自己的詞既有詩的意境又

能合於樂律的要求是相當滿意的。

劉克莊以詩餘代稱長短句，且為其溯源至變風，尊體意識十分明顯。這一以

詞源於詩騷的概念其實前有所承，後人亦多有闡發：

古之歌詞，固有本哉！六序以風為首，終於雅頌，而賦比興存乎其中，亦

有義乎？以其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有諸中以為德，見於外以為風，

然後賦比興本乎此以成其體，以給其用。六者聖人特統以義而為之名，茍

非義之所在，聖人之所刪焉。故予之詞清淡而正，悅人之聽者鮮，乃序以

為說。(黃裳[1044-1130]〈演山居士新詞序〉)

竊嘗玩味之，旨趣纯深，中含法度，使人一唱三嘆，蓋其得於六義之遺意，

纯乎雅正者也。(詹傚之〈燕喜詞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

唐人《花間集》不過《香奩》組織之辭，詞家爭慕傚之，粉澤相高，不知

其靡，謂樂府體固然也。一見鐵心石場之士，嘩然非笑，以為是不足涉吾

地。其習而為者，亦必毀剛毀直，然後宛轉合宮商，嫵媚中繩尺，樂府反

為情性害矣。樂府，詩之變也。詩，發乎情，止乎禮義；美化厚俗，胥此

焉寄。豈一變為樂府，乃遽與詩異哉？宋秦、晏、周、柳輩，各據其壘，

風流醞藉，固亦一洗唐陋，而猶未也。荊公金陵懷古，末語『後庭遺曲』，

有詩人之諷。裕陵覽東坡月詞，至『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謂蘇軾終

是愛君。由此觀之，二公樂府根情性而作者，初不異詩也。嚴陵胡君汲古，

以詩名。觀其樂府，詩之法度在焉。清而腴，麗而則，逸而斂，婉而莊，

悲涼於殘山剩水，豪放於明月清風，酒酣耳熱，往往自為而歌之。所謂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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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淫，哀而不傷，一出於詩人禮義之正。然則，先王遺澤，其猶寄於變

風者，獨詩也哉？」(林景熙[1242-1310]〈胡汲古樂府序〉)

黃裳與詹傚之認為詞繼《詩》六義之遺意，故能得雅正之體。林景熙則更探其本

源，重申詩詞同源之說，以為「樂府，詩之變也」，而詩「發乎情，止乎禮義」，

詞家若能根於情性，出於禮義之正，所作便與詩無異，詞也可以繼承「變風」的

精神，藉以表達寄託諷喻之意。南宋初黃大輿詞集名《樂府廣變風》，應該也是

此一觀念下的產物。如果往上追索，會發現以詞出自詩騷的看法，其實早在唐代

已有之：

《詩》訖於周，《離騷》訖於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

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

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歌、曲、詞、

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後之審樂者，往往採取其詞，

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元稹〈樂府古題序〉)

〈詩大序〉定風雅頌賦比興為詩之六義，按照元稹之意，《詩》六義可以規範後

世。上文所列二十四種新文體，是「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換言之，《詩

經》乃文學源頭，而後代各體(包括詞)則是它的餘波別流。龍榆生〈詞體之演進〉

一文說：「歌曲詞調四者，既皆由樂以定詞，則後來依曲拍而製之詞，其命名必

託始於此。而所謂詩之流為二十四名，皆詩人六義之餘，疑亦前人稱詞為詩餘之

所本。」宋人有否參考此說，不得而知。元稹的說法，乃秉持傳統儒家的文學觀，

視儒家經典為一切文體之源。至於宋人以詞為「詩」之餘，無論所謂的詩指的是

《詩經》、樂府、古詩或絕句，這些主張的背後始終都有著一種詩高於詞的心態

在，他們為詞體而辯護，尋源溯流，將詞導入詩的正統，肯定詞體詩化的意義，

無非是為了強化詞的功能，提升它的文學價值。

第二、從創作主體的觀點，視詞為文人創作的餘緒、詩人的餘技、詩文的餘

事。這方面的論說，也有不少，茲舉其要者如下：

右丞葉公，以經術文章為世宗儒。翰墨之餘，作為歌調，亦妙天下。……

味其詞，婉麗綽有溫、李之風，晚歲落其華而實之，能於簡淡時出雄傑，

合處不減靖節、東坡之妙，豈近世樂府之流哉！(關注〈石林詞跋〉─高

宗紹興十七年，1147)

竹坡先生少慕張右史而師之。稍長從李姑溪游，與之上下其議論，由是盡

得前輩作文關紐。其大者固已掀揭漢唐，凌邁騷雅，燁然名一世矣。至其

嬉笑之餘，溢為樂章，則清麗婉曲，當⃞⃞是豈苦心刻意而為之者哉？(孫

兢〈竹坡老人詞序〉─孝宗乾道二年，1166)

文章政事，初非兩途。學之優者，發而為政，必有可觀。政有其暇，則游

藝於歌詠者，必其才有餘辨者也。(強煥〈片玉詞序〉─孝宗淳熙七年，

1180)

本朝太平二百年，樂章名家紛如也。文忠蘇公，文章妙天下，長短句特緒

餘耳，猶有與道德合者。……黃太史……凡感發而輸寫，大抵清而不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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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流，要其情性則適，揆之禮義而安，非能為詞也，道德之美，腴於

根而盎於華，不能不為詞也。天與其年，茍奪之晚，俾更涵養，充而大之，

竊意可與文忠相後先。(曾丰〈知稼翁詞集序〉─淳熙十六年，1189)

陳無己詩妙天下，以其餘作詞，宜其工矣。(陸游〈跋後山居士長短句〉

─光宗紹熙二年，1191)

公性至剛，而與物有情，蓋嘗致意於詩，為之本義，溫柔寬厚，所謂深矣。

吟詠之餘，溢為歌詞，有《平山集》盛傳於世。(羅泌〈六一詞跋〉─寧

宗慶元二年，1196)

遁齋先生以宏博之學，發為經緯之文，……以其餘緒寓於長短句，豈惟足

以接張于湖、吳敬齋之源流而已？竊窺其措辭命意，……雖參諸歐、蘇、

柳、晏，曾無間然。……先生之詞，典雅純正，清新俊逸，集前輩之大全

而自成一家之機軸。(詹傅〈笑笑詞序〉─寧宗嘉定三年，1210)

歌曲特文人餘事耳，或者少諧音律。(趙與訔〈跋嘉泰刊本白石詞〉─理

宗淳祐十一年，1251)

這幾段話很清楚地揭示了傳統中國文人面對文學的態度，從個人創作選體為文的

經驗來看，大家對各種文體之功能與價值都有基本的看法：文體有主從之分、輕

重之別、高低不同的價值，這由文體所關涉者究屬大我或小我，是經世致用、娛

情遣興或是遊戲筆墨的性質而決定。文章固為不朽之盛事，但對傳統士人來說，

猶不如德望之隆、功業之高來得重要。這就是杜甫之所以有「名豈文章著，官應

老病休」(〈旅夜書懷〉)之嘆。而韓愈吟出「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和席

八十二韻〉)之句，不是無因由的。就個人立身行事言，首重道德、功名。黃庭

堅嘗云：「文章最為儒者末事。」彭乘為其叔父彭幾(淵材)樂書作跋云：「淵材在

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曉大樂，文章蓋其餘事。」兩處的「文章」，應泛指所

有文字。文章，相對於德、業，是次要的。因此發而為文、感而有詩，都只是道

德、事業的餘緒，故稱之為德之餘、事之餘亦無不妥。而單就寫作文章說，為文

之後賦詩，賦詩之後填詞、譜曲，後者之於前者，都可稱為餘技、餘事、餘緒，

這是古代文人普遍認定的排序。

綜合上引幾段詞評，論者莫不以為詞乃文人學士於詩文之外，行有餘力，溢

發而成。因此，在此層面上未嘗不可稱之為才之餘、詩之餘。這些詞評其實隱含

了兩個意義層次：一則認清了詞體的地位，終究不如詩、文，詞之寫作不過是詩

人之餘事、詩文的餘技而已；一則從人文創作的整體來看，文章體貌與作家體性

是辯正融合為一的，而作家的生命本質是所有創作的主體，他由內而外的創作動

能可以出入各體而無礙，雖則一方面得符合某一文體的基本要求，但同時也不妨

礙不同文體的支援激盪，卻也能於相異的體製中保持作家一貫的格調，如是以充

裕的德性、有餘的才力為詞，自然能促進詞體質性的改變。原本卑下的文體，綺

靡的詞風，因詩人文人一本「道德─文章」創作的初衷，不為情欲所役，以致流

於鄙俗，反而因為自尊而能尊體，以多餘之力，優游從之，遂開闊了詞的天地，

詞因之而有合於道德的內涵、雅正的風貌以及詩的筆調與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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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開兩點敘述所謂宋人的詩餘觀，如就樓鑰、劉克莊、柴望等人的用法

推斷，「詩餘」一詞似較偏於「詞乃詩之餘」之意，乃就文學源流著眼。不過，

其他以「詩餘」名集、別類者，是否都有相同的概念，則不得而知。我們不能完

全忽略「詩人餘事、詩文餘技」等看法，因為從「詩餘」的字面或實質內容上來

看，宋人賦予「詩餘」的意涵很可能亦寓有這觀點。而照顧到這一面向，對我們

了解詞之為體因詩人的介入才使得詞臻至詩的境地，相當有幫助，而沿著這個脈

絡為詞尋找詩的源頭便更有根據了。兩種說法是兩個層次的問題，一從創作主體

立論，一從其成品而考其源流，兩者是可以互相參照的。這比明清以來的詩餘說

之偏於「詩之餘」的主張其實更為周延。

回顧以上的論述，多有引用、評說或讚賞東坡詞的字句，於此可以為兩說找

出一個共通點，那關係著兩方的，就是一種「以詩為詞」的概念─它應是了解詩

餘觀念如何形成的重要線索。

三、溯源：東坡「以詩為詞」與詩餘說的關係

誠如上文所述，無論是主張詞源於詩，或謂詩人以餘力為詞，幾乎都會提到

東坡其人其詞，而且多以東坡詞作為論證的依據。王灼以東坡詞為典範，他在《碧

雞漫志》中從「本之性情」的觀點，連貫了詩詞的關係，確立論詞的標準，並說

「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提高了詞的意境，這便是後來詩餘

觀念發展的兩個方向。王灼所論其實是切合東坡填詞的實情的。他的主張看來也

回應了當時爭論不已的東坡「以詩為詞」之說。

陳師道《後山詩話》云：「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

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語一出，許多正反的論見相繼而生，各有立

場，尤其在北宋末南宋初這一時期，更是爭論白熱化的階段。東坡詞合不合「律」、

有沒有「情」是其中兩個重要的論題；這關係到東坡詞是否合乎本色。詞須合樂，

典雅含蓄，宜於表達婉曲深摯之情，這是普遍認定的詞的基本體貌。但東坡詞，

既不嚴守樂律，又「辭勝乎情」、「短於情」，因此在本色派的眼中便被視為變體

別調。

東坡早期填詞，已想到要走一條有別於柳永風味的「自是一家」的路數。在

他看來，詩與詞是可以相通的。由初期杭州的送別詞、思鄉詞，到密州的月夜詞、

悼亡詞，到徐州的夢詞、農村詞，更不用說黃州及其後涉及史識、哲理、詩情的

篇什，其題材內容已突破了小詞的藩籬，寫詞如作詩一般，無論抒情、寫景、詠

物、敘事、懷古，都可藉長短句表達其起伏跌宕的情思，不復以往詞境之輕小狹

隱、詞情之婉曲深微，而士大夫之才華、性情、學問、襟抱皆能具現於詞篇，形

成韶秀舒徐、清雅高曠之意境。東坡為詞有很明顯的別創新境的自覺意識，他自

然也欣賞其他作家融詩入詞的表現。他說：

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答陳季常書〉)

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與蔡景繁〉)

清詩絕俗，甚典而麗。搜研物情，刮發幽翳。微詞宛轉，蓋詩之裔。(〈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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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子野文〉)

由這些跡象來看，說東坡「以詩為詞」，並無不妥。因為在東坡的心目中，

詞就是「古人長短句詩」。以詩筆、詩情、詩意、詩境入詞，應該就是所謂「以

詩為詞」的重要內容。東坡之所以「以詩為詞」，當然有其用心，那是因為詞出

身卑下，綺靡浮艷，須注入詩的技法與精神，方能充實其內容、提振其意境。湯

衡〈張紫微雅詞序〉說：「夫鏤玉雕瓊，裁花剪葉，唐末詞人非不美也，然粉澤

之工，反累正氣。東坡慮其不幸而溺乎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後元祐諸

公，嬉弄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無一點浮靡之氣，實自東坡發之也。」這論斷是

可信的。陳慥以「詩人之雄」為詞，詞句警拔，東坡即大加讚賞。同時黃庭堅〈小

山詞序〉評晏幾道詞，也有相同的說法：「乃獨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之

句法，精壯頓挫，能動搖人心。」不過，以詩為詞的意義，不僅在句法而已，若

要去掉浮靡之氣，則須擴大詞的內容題材、提升其精神意境。東坡詞的成就，即

如王灼所云：「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真情衰矣。東坡先生非醉心

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又如胡

寅所說：「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

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為皂隸，而柳氏為輿臺矣。」

詞本管絃冶蕩之音，容易牽動情緒，東坡詞近詩而遠樂，便能超脫樂曲回環往復、

幽怨傷感的情調，一本性情，直抒胸臆，表達出更真切自然之感。而不耽溺於兒

女之情，雖乏婉媚之態，卻能抒發更多方面的情思，由小我而及大我，讓人感受

到東坡真摯淳厚的生命特質。東坡詞經南宋初王灼、胡寅等人的定調後，便成為

詞中的典範，而「以詩為詞」這概念則被賦予正面積極的意涵。與此同時，「詩

餘」說逐漸流行。這當然是與東坡詞之廣泛被接受有關。

東坡以詩為詞，視詞為詩的一體；因此，說他的詞乃源於詩，應無可置疑。

這一說法其實寓有詩高於詞、兩體不對等的意思。東坡對此是有所認知的。〈題

張子野詩集後〉說：

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技耳。……而世俗但稱其詞。昔周昉畫人物，

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周昉士女，皆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

他認為詞乃詩的餘技，地位不如詩，文辭意境自有差別。我們要知道，東坡雖以

詩為詞，為詞注入了新的生命，相對於一般依譜填寫的情詞，詩化的詞有更清新

奇麗的語言、高遠之境、跌宕之姿，但與傳統的詩歌相比，仍有所不逮。東坡〈文

與可畫墨竹屏風贊〉一文，雖論畫，其實亦可移來說詞：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末。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

而為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 其畫者乎？悲夫！

詞乃詩之餘，詩是文之餘，皆屬德之餘；主體的道德涵養是所有創作的本源，這

是傳統文人根深蒂固的觀念。東坡如是，前述各家都如是。

詩餘一說是尊體的產物。南宋以來，詞家多以東坡為學習的對象，自然認可

其以詩為詞的寫作態度。除了專業的詞家，一般詞人大都是詩人，寫作詞篇多以

餘力為之，而他們慣用的詩的技法、平常體會的詩的意境，有意無意間都會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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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篇，形成詩化、雅化的特色。宋人稱詞為「詩餘」，那確是詩人餘事，而尋其

源流也確是「詩之餘」。這些觀念得以形成及發展，實由「以詩為詞」的東坡啟

而導之。

東坡以詩為詞，擴充了詞的寫作範圍，也拓寬了詞的批評視野；而東坡這種

詩化、雅化的精神對當時婉約與豪放詞人，都有著深遠的影響。不過，須注意的

是，詞在宋代，既可閱讀，猶可傳唱，既屬文學，也是樂曲，詞的性質多類，功

用不一，風格自有豪婉、雅俗之不同，其評價標準亦頗不一致。因此，不同流品

的作家、學者，對詞之為體便各有看法，而詞之所以有多種名稱，是可以理解的。

繼「以詩為詞」之後，南宋詞壇又有所謂「以文為詞」之說，那主要是針對辛派

豪放詞而言。但凡一種文體都有它的基本體式，若過於好新立奇，則易失體，引

來非議。張炎《詞源》評曰：「辛稼軒、劉改之作豪氣詞，非雅詞也，於文章餘

暇，戲弄筆墨為長短句之詩耳。」張炎認為詞須諧婉合律，若於文章餘暇，率意

為之，寫成長短句詩，像辛、劉豪氣之作，便非雅詞。於此可見南宋詞壇對詩文

之介入詞體，還是有所顧忌的。上一節也提到，像劉克莊雖偏愛蘇辛詞，主詩餘

之說，可是他亦體認到「詞當協律，使雪兒春鶯輩可歌，不可以氣為色」。南宋

詞學的發展，由辛劉豪放派和姜吳典雅派各領風騷，簡單的說，那是一段交織著

俗與雅、豪與婉、正與變等概念的論爭歷程。我們一方面可以清晰看見東坡詞對

南宋詞的影響，帶來了詞重意境、講寄託、求清空的理念，也因著「以詩為詞」

的概念而產生了詩餘之說；但另一方面，卻不能忽略相對於此的本色論者的意

見，他們對詞體典雅合律、婉曲深摯的本質的反思，於詞情之美、詞樂之要，頗

有深刻的體認與發明。沈義父《樂府指迷》、張炎《詞源》等專著，可為代表。

認知了這樣的背景，便不難了解，為何詩餘的觀念雖已被接受，「詩餘」的名稱

也已出現，頗有些詞集以此為名，可是「詩餘」的義界卻不明確，詩餘說的討論

還不夠熱烈，因為宋人所謂的詩餘說正處於發展中的階段，這是多樣觀念激盪的

時代常有的現象。到了明代，詞的音樂條件失去了，詞家又深受《草堂詩餘》一

集的影響，而為了推尊詞體，遂不得不視詞為詩之一體，強化「詩餘」的概念，

視之為詞的代稱，這時以「詩餘」名集的情形已相當普遍了。南宋人為詞，多以

東坡為尚，明人為詞則既非專業，且以雜而不純的坊間選本《草堂詩餘》為學習

對象，宜乎後人有明詞衰蔽之譏了。清代詞家欲振興詞體，自然對明人的詩餘解

說多有非議，提出不少修正或批評的意見，以維護詞體雅正之本質。清人的詩餘

論亦頗見精采。反詩餘說者，如蔣兆蘭《詞說》云：「詩餘一名，以《草堂詩餘》

為最著，而誤人為最深。所以然者，詩家既已成名，而於是殘鱗剩爪，餘之於詞；

浮煙漲墨，餘之於詞；詼嘲褻諢，餘之於詞；忿戾謾罵，餘之於詞。即無聊應酬，

排悶解酲，莫不餘之於詞。亦既以詞為穢墟，寄其餘興，宜其去風雅日遠，愈久

而彌左也。」這是對不尊體且以餘興為詞所產生的弊端最痛切的批評，比張炎之

評辛劉豪氣詞更嚴厲，可知蔣氏對「詩餘」之名義充滿著負面的評價。而從詩詞

源流的觀點立論，也有不同的見解，汪森《詞綜‧序》云：「古詩之於樂府，近

體之於詞，分鑣並騁，非有先後。謂降而為詞，以詞為詩之餘，殆非通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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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詩詞皆可「被之歌曲」且同時存在的事實，不認為詞是詩之餘，此乃浙派尊

體說的論調；李調元《雨村詞話‧序》則認為詩經與樂府多有長短句，而「詩先

有樂府而後有古體，有古體而後有近體，樂府即長短句，長短句即古詞也。故曰：

詞非詩之餘，乃詩之源也。」李氏僅由長短句的形式著眼，謂詩源於詞，這論斷

難免偏頗，但也可見其推尊詞體的用心。至於如況周頤《蕙風詞話》將詩餘的「餘」

解作「贏餘」，說：「詞之情文節奏，並皆有餘於詩，故曰『詩餘』。世俗之說，

若以詞為詩之賸餘，則誤解此餘字矣。」則是望文生義，言過其實了。其他論述，

仍多就詞乃詩的餘波別派的觀點詮釋，為詞確立源頭，賦予正統的意義，這畢竟

是當時尊體以立派的普遍立場，而餘事、餘技之說則不易再聞見。

趙尊嶽〈草堂詩餘跋〉說：「《草堂》選本，自宋迄今，傳播不廢，幾不與詞

事之盛衰相因依。」而與之相應的詩餘說，更可以說是南宋以降詞學文體論的焦

點之一，這與宋元明清詞的興衰、派別理論的更迭變化，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不

管從正面或反面立論，贊成或反對詩餘一說，諸家其實都有著尊體的共識，那源

自詞的出身。當東坡在密州狩獵歸來，賦〈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一闋，志

得意滿地認為「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的時侯，這已正式宣示一種新的

文體觀，這種詩人的自覺意識，融詩入詞的創作態度，自此即在詞學界掀起波瀾，

其後的「以詩為詞」、「詩餘」等概念相繼出現，引起各種相關論說的產生，由南

宋迄清季，雖各有論述重點，其實本源則一。詞介於詩樂之間，它的文體屬性為

何？它的基本美感特質是甚麼？詩餘說的要旨，不僅僅是解釋詩餘一語的字面意

義，更不是探索詞與詩的承傳關係而已，而是要為詞體重作定義，為其賦予更深

廣的存在價值。東坡〈書吳道子畫後〉說：「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

之外。」在人情物態的常與變之間，於各種體制的同異之際，東坡行事為文，都

能本於此旨，遊刃有餘，別創境界。東坡「豪放」、「新意」的表現，其實都維繫

在「法」、「理」之中，並非一空依傍，毫無準則。東坡以此精神入詞，一方面保

持詞體婉曲的特性，一方面使其臻於詩體清遠的意境。他帶給了詞壇一個啟示：

在自由與限制之中找出新的平衡，是活絡文體生命之關鍵。他的作品就是很好的

證明。後人所謂「以詩為詞」之說、「詩餘」之論，如依文體論的觀點，且以東

坡詞為例，作深入的研討，是可探索出詞與詩的分際，並分辨出詞體基本特質之

所在的。誠如上文所述，東坡詞本身及其所發議論都提供了相當重要的線索。唯

一不同的是，後來的論述多自張門面，強為辯說，可以看出論者心中對詞體卑下

的出身仍有所介懷；反觀東坡為詞的態度，他既深知詞乃詩之餘，亦有餘力為之

的意識，但卻能坦然面對，一本心中之所感，緣情適體，了無罣礙，自然能突破

文體固有的藩籬，創造出新的內容和意境，並能激勵思想，為詞學帶來活潑的生

命。東坡這種知而好之、好而樂之的精神，甚能感染他人，而其所帶來的詞學效

應，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我們探索「以詩為詞」及其相關理論時，自不能忽略這

一超乎文體形貌的人文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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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考訂「詩餘」一語出現的確切時段，釐清其流變勢態；分析「詩餘」

一詞的實質意義，辨別「『詩』餘」、「詩『餘』」各種說法的異同；論述東坡

詞與詩餘說的關係。這樣全面性的探討宋人詩餘觀念的形成，是詞學界未有做過

的工作，對我們了解宋代詞學的發展，認識詞學文體論的內容，應有裨益。不過，

無可諱言，宋人有關詩餘說的直接資料實在不多，本文詮釋解說，雖務求切理合

情，但仍不敢認為絕對無誤；而因為時間與篇幅的關係，未能詳實比較宋代和明

清詩餘說的看法，亦感不足。


